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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生命倫理學視域下身體話語

的地位——以臨終決策為線索 
 

王 珏 * 

 

摘要 

 
對於生命終極的關懷，臨終決策是現代生命倫理學不可忽

視的一個重大話題。本文試圖從身體的角度論證當代生命倫理

學話語由於失落了身體而陷入一場深刻的危機。具體而言，本

文將通過對臨終決策困境的分析展示危機的根源，論證身體經

驗及相關倫理關係是生命倫理學不可或缺的基礎。作者認為，

只有作為身體倫理，生命倫理學才能充分實現它的學術追問和

學科理念。身心二元論只是一個虛構，身體性存在才是人格同

一性的真正基礎。因此，建設生命倫理學不只是擁抱某些抽象

的自主原則，或是某些精緻的道德主體的體系，更關鍵的問題

是要回答“我們希望成為何等樣的人，希望將來生活在怎樣的

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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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落的身體 

 

自生命倫理學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誕生時起，就深受個人

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試圖以普遍主義的進路來解決醫療領域

中的倫理問題，亦即，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的價值直接移植到生

命與醫療這一新戰場中。然而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中這一進路

都面臨著一個深層疑問：自由主義和普遍主義進路是否足以涵蓋

生命倫理領域中所涉及的全部生命問題，或者說，能否公正對待

我們的生命在疾病、痛苦和脆弱面前所表現出的廣度與深度？ 

以美國 70 年代奠基性的“病人權利運動”為例，該運動無論

是在精神還是訴求上都深受同時期的黑人權利、性別解放運動的

影響，分享著後者精神與訴求，最終促《病人權利法案》的頒佈。

但細究起來，“病人權利”是一個自身悖謬的表達。因為不同於

黑人或婦女，病人並不是一個固有的身份，一旦痊癒之後我們就

會傾向於遺忘 1充當自我認同的基礎。並且不同於其他社會領域

中的權利主體，恰是“無能”(incapability) ——而非任何意義上

作為行動主體的能力——使病人成為病人，換言之，恰恰是脆弱

和依賴塑造了病人的處境。悖論的是，這些與身體相關的生老病

死、脆弱和痛苦經驗無法在自由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倫理框架中得

到表達，當代主流的生命倫理學要求無差別地對待病人，彷彿他

們是無身體的主體一樣。 

本文試圖從身體的角度論證當代生命倫理學話語由於失落了

身體而陷入一場深刻的危機。具體而言，本文將通過對臨終決策

困境的分析展示危機的根源，並論證現象學意義上的身體經驗及

(1) 當代知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指出，恰恰是“無能”使病人成為病人，並將醫療
領域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關係（比如契約關係）區別開來。他舉例說，
一家飯店可以拒絕某個醉酒的客人入內，因為這個客人沒有表現出能夠達成
契約的行為能力。但是醫院不能以同樣地理由拒絕喪失行為能力的病人，因
為恰恰是這種植根於生命深處的脆弱與依賴使醫療關係成為可能與必要。參
見 MacIntyre，1977，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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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倫理關係是生命倫理學不可忽視的基礎，生命倫理學只有作

為身體倫理才能充分實現它的學術追問和學科理念。 
 

二、“自主”、“人格”與物化的身體 

 

從身體倫理的視角看，生命倫理學話語中身體貧乏化的最大

表徵就是“人格” (person 或 personality)與“自主”(autonomy)等

概念成為倫理分析與考量的出發點和首要原則。生命倫理學語境

中的人（或者人格，person）不同於單純生物學意義上的人。 借

用美國醫學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Tristram H. Engelhardt, Jr.)在其

奠基性的著作《生命倫理學基礎》中的表述來說，“並非所有人

類都是人。……只有那些能夠給出允許、能夠就其自己及其財產

傳送道德權威的實體，才能被稱為人”。（恩格爾哈特，2006，

239）因而，作為人格的人，與身體性的人（身體承擔著整個自然

生命歷程），是兩個不同層次上的、並不重合的概念。人格毋寧

說是自然生命的人需要在其生命歷程中贏獲、因而也有可能失去

的身份，如恩格爾哈特所說的“作為嚴格意義上的人的實體是在

出生之後一段時間（可能是一些年）才產生、並在機體死亡之前

的一段時間已不存在”。（恩格爾哈特，2006，239）  為了在自

然生命狀態中辨識人格，生命倫理學家還給出了一些可供辨識的

指標，包括有大腦皮層活動，自我意識、自我控制，以及對生存

的控制。2 所有這些指標都暗示，人格與其說首先與身體相關，

毋寧說與控制能力相關。相比於人格，身體是第二位的，是被控

制的物件，是前者實現自身意志的工具。 

作為當代生命倫理學首要原則的自主性原則也受制於同樣的

邏輯。從詞源上看，自主性概念源自希臘詞 autos （自我）和 nomos 

（規則、管理或法律）3，其原初含義是指獨立城邦的自我管理。 

(2) 具體報告數據可參見 Fletcher，1972，1-4。 
 

(3) 詳情可參見 Beauchamp and Childress，2013，101。 （中文譯文可參見比徹姆、
丘卓斯，20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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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地，人格自主(personal autonomy)的首要含義就是免於他人的

干擾與限制的自我管理。“自主的個體依照自我選擇的計畫自由

地行動，其方式類似於一個獨立政府管理自己的疆域和頒佈法

令。” (Beauchamp & Childress 2013, 101)依照比徹姆(Tom L. 

Beauchamp)和丘卓斯(James F. Childress)在其典範性的《生命醫學

倫理原則》中的分析，所有的自主性理論都必須滿足兩個本質條

件：自由（liberty，即免於他人控制性影響）和行動力（agency，

即完成有意圖行為的能力）。（Beauchamp & Childress 2013, 102）

然而，無論是自由和行動力都是抽象的、內容空洞的表述，由此

不難看出，與人格概念一樣， 自主性概念也是以脫離身體性存在

的抽象人格為前提的。用比喻來表達的話，自主的個體與身體的

關係彷彿是舵手與船的關係，舵手需要根據對水流、風向等環境

因素的判斷來操控船，但他的行為並不為這些外在因素（水流、

風向和船本身）所決定。換言之，身體只是行為主體操控的物件，

正如領土是一個國家的國家意志控制的物件。 

綜上所述，無論人格還是自主性概念，都預設身體是一個物，

經由對這個特殊物的控制，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成為嚴

格道德意義上的主體。這一立場隱含的推論是，對作為理性決策

者的人格而言，身體只是實現其意志的工具；人格的自身同一性

既不依賴於身體性經驗與狀態，原則上也不受後者變化的影響。

以同樣方式，這一立場要求在處理生命倫理學問題時，不是以身

體性存在為倫理考量的基礎，而是訴諸高於身體的原則——人格

自主——來決定身體與生命的意義。亦即，當代生命倫理學的主

流話語是以物化、工具化的身體為語境的，這種身體觀具有如下

三個特點：1. 以身心二元論為隱含前提，人格彷彿佔據了一種超

越身體的位置；2. 人格作為理性決策的中心不受身體狀態影響；

3. 對人格同一性的理解趨向個體主義和意志主義。 

雖然這種物化、物件化身體觀在哲學史上有悠久的傳統（其

源頭可以追溯至笛卡爾），但是它並非是無可爭議的。尤其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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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代現象學的批評最清晰地揭示了這種身體觀的局限性。譬如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現象學代表人物之一——就對以上三點

特徵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1. 海德格爾始終對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

論心存疑慮，在他看來，“若我們問的是人的存在，那麼不可能

靠把身體、靈魂、精神的存在方式加在一起就算出這種存在來；

何況上述各種存在方式本身還有待規定，而且即使以相加的方式

來進行存在論嘗試，也一定把整體存在的某種現象設為前提了。” 

（海德格爾，2014，57）。2. 相反他一再強調自己的研究物件是

“整個人的存在”，並且這種存在只能是身體性的：“人類的整

體的存在方式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來把握，它必須被把握為人的身

體式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爾，2002，199）通過

將人的整體存在理解為身體式的生存，海德格爾也徹底打破了對

人的存在方式的層級化把握。“我們不能這樣來區分，彷彿樓下

居住著身體狀態，而樓上居住著感情”，“身體性存在並不意味

著：在心靈上還有一種負擔，即所謂身體；而不如說，在自我感

受中，身體自始就已經被扣留在我們自身中了，而且身體在其身

體狀態中充溢著我們自身。”（海德格爾，2002，108）換言之，

身體性構成我們存在的基礎維度，對“我是誰”問題的回答離不

開我所是的身體狀態。 3. 相應地，人格也不再被理解抽象的同一

性， “人格不是物、不是實體，不是物件。” （海德格爾，2014，

56）而被看作是一種構成中的統一，隨著身體狀況的改變而變化

和重構。 

總結而言，在現象學視域下，身體與其說是一個物，毋寧說

應當被視為一個過程——生命的脆弱與堅韌都發生於其上——我

們不能像擁有一件工具那樣擁有身體，相反，我們就是我們的身

體。如此被體驗到的身體也就成為發現意義的原初場所，而不僅

僅是被動接受意義的物件。在筆者看來，這種身體觀更貼近於我

們真實的生命體驗，也更切近於生命倫理學所面對的特殊情境，

也即，生命的脆弱與依賴。但是，在當前生命倫理學話語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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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化身體觀卻佔據了主導地位，遮蔽了我們真實身體體驗和

生命體驗，以至於外在的、工具化的態度成為人格與身體之間唯

一可設想的關係。更危險的是，工具身體觀創造出的假像會趨向

於無限擴展行動主體的控制意志，驅迫主體去追求超出身體承受

極限的虛假目標。下文我們將以臨終決策語境中的倫理難題為線

索，揭示人格自主與物化身體觀的內在邏輯矛盾及在實踐中的蒼

白無力。並進一步論證，克服危機的關鍵在於重審人格與身體的

關係，確切說，是重新把握人格與身體性自然生命過程之間的關

係。 
 

三、臨終決策與身體的命運 

 

之所以選擇臨終決策作為切入點，是因為死亡比其他任何問

題都更能觸動我們去思考身體的意義，與生命的意義。也很少有

一個領域能像臨終決策這樣集中、深刻地反映我們所持有的生命

觀和身體觀。 

近幾十年來以自主性為核心價值的臨終決策制度也在西方國

家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並輻射到亞洲。一項針對中、日、韓三國

的調查表明，儘管親屬的意願仍具影響力，但大多數患者認為自

己應是決策者，並認同西方社會臨終預囑的必要性；對於他們而

言，撤除人工呼吸甚至主動尋求安樂死都是可以接受的。（閆莉，

2012）生前預囑(willing will)制度，指通過法律支持患者在還未喪

失決策能力時預先行使醫療決策權，包括患者於健康時對未來不

測的預先指示。（蔡昱，2009，119）生前預囑的實質是擴展病人

的自主性：“當病人有行為能力的時候，他贏得了控制自己身體、

健康和生活的權利，這在道德上是值得讚美的。當一個人不再有

行為能力時，還能有機會通過代理決策把這種權利延伸下來，這

更令人興奮”。（范瑞平，2011， 54）出於同樣的邏輯，有些受

自由主義和普遍主義影響的倫理學家甚至支持安樂死和協助自殺

的合法化。美國學者瑪格麗特．巴汀(Margaret P. Battin)曾是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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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的代表學者之一，如其所言，她在三十多年學術生涯中始終

堅持的立場就是“一個人應當被賦予按其認為適合的方式來生活

的權利（當然，前提條件是不傷害他人），這也包括對個人生命

終結的自主權”（Battin 2010, 405）。 

但是在 2008 年她丈夫布魯克遭受導致全身癱瘓的嚴重交通

事故之後，巴汀發現她並沒有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準備，來面對這

種痛苦的處境和隨之而來的艱難抉擇，即使她已經花費了幾十年

的時間來思考痛苦、安樂死、輔助自殺、有尊嚴的死亡等主題。

巴汀和其丈夫的經驗及其反思給我們以新的視角來批判地審視自

由主義的“人格”和“自主”概念在臨終決策問題上的有效性，

並從身體性存在的角度為生命倫理學貢獻了以下幾點重要啟示。

本文將逐一闡釋，並進一步探索在當代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中恢

復身體的地位的迫切性與可能性。  

第一點啟示：自主性等生命倫理學原則以一種抽象的方式看

待每個個體，不足以處理生命的複雜與豐富，尤其是在臨終決策

這樣的生死情境之下。 

對於支持者而言，是程式正義賦予個體自主性在臨終決策上

的主導地位，亦即，自主概念的吸引力在於它沒有預設任何關於

生命的特定觀點，因而它可以提供一種普遍的、形式化程式來解

決在決策過程可能出現的不一致意見。然而如前所述，自由主義

的自主概念並不像它表面宣稱的那樣缺乏實質內容， 相反，它預

設了一種特定的人格觀及身體觀。 這種人格觀與其說與主體的身

體性存在及其自然進程相關，毋寧說僅僅體現在某些功能

(capabilities) 之中。 這種人格觀實際上將主體從其身體存在網路

中抽離出來，主體佔據了彷彿“超出”身體的位置，並從這種超

越的位置出發，將身體看作主體可以完全掌控的工具和物件：“是

一個人”意味著掌控自己的身體，並掌控由身體所承載的個人歷

史，包括決定這一歷史的界限和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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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汀通過反思自身經驗指出，正如人格不能被還原為某些

功能，生命品質也不能由標準化的、客觀的量化表來測量。以巴

汀的丈夫布魯克為例，雖然他自肩膀以下全身癱瘓，依賴呼吸機

生存，受到疼痛、感染和抑鬱的持續折磨，但從另一角度看他的

精神生活甚至比事故之前更敏銳、更富創造力，也得到“超乎尋

常”(beyond normal) 的社會支持，他與家人朋友的關係比以前更

加緊密和豐富。（Battin 2010, 403-411）如果僅僅從“功能”的角

度看，布魯克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是我們能不能就此說布魯

克的生活不值得過(not worth living)？巴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並

建議從更深的層次去提出和回答生命品質問題，引入諸如“關

係”(relationships)、“對自己生命的責任”(responsibility for one’s 

life) 以及“自我延續”(self-continuity) 等評價範疇。正確適用這

些非形式化的、富有生存論意味的範疇，要求我們突破自由主義

自主概念的窠臼，重新審視人格、自主與身體性自然生命過程之

間的關係。 

第二點啟示是：身心二元論只是一個虛構，身體性存在才是

人格同一性的真正基礎。如前所述，無論人格還是自主性概念，

都將身體看作是主體意志的工具，亦即，都隱含了一種身心二元

論。但如布魯克從其疾病中親身體驗到的，“精神也無法逃脫一

具無用之軀源源不斷的需求。”（Henig 2013）在重病或嚴重意

外以後，病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並不是如何重新贏獲對身體的控

制，而是如何在改變了的處境 4中延續自身的同一性。從身體存

在的角度看，人格總是一種改變中的同一。布魯克和巴汀分別自

己的視角（即病人與病人家屬的視角）為上述命題提供了佐證。 

布魯克曾經是一個狂熱的美食愛好者，以至於在 2007 年（恰

在發生事故之前）更新自己的生前預囑時，特別強調過要避免“採

用維持營養或液體的措施”，然而現在他滿足於用餵食管進食，

(4) 我就是我的身體，身體是我被拋入其中的最原初的環境，隨著身體狀況的改
變，自我的同一性也不得不隨之變化和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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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從中一般享受到一種涅槃的自由；他甚至感謝特殊的身體狀

況給了他一個機會，從更深的層次去理解他一直感興趣的佛教智

慧與精神生活。布魯克的轉變表明人格並非一層不變的抽象形

式，而是在生命過程中達到的具體統一：自我不得不隨著生命的

進展而改變，甚至要可能經受破裂而以某種否定的方式重新找回

自己。用布魯克更坦率的語言來說，“你能適應任何東西”。 

（Henig 2013） 

巴汀則從旁觀者的角度揭示了疾病、身體與人格同一性之間

的微妙關係。 

在傳統身心二元論的框架下，精神、自我彷彿佔據了超越身

體的位置，彷彿存在著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影響的理性核

心。但巴汀從自己照護經驗中認識到身體狀況是如此深地滲透到

布魯克的情緒和決定之中，以致他的要求波動非常之大：在那些

壞的日子裡，他感到疲倦、抑鬱、思維混亂，甚至寫下“絕筆”。

作為他的妻子，護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就在於病人話語中區分出哪

些部分是真實意圖，哪些部分只是對病痛的絕望反應，區別一瞬

即逝的絕望和深層次的、選擇死亡的持久決定。巴汀更擔心的是

布魯克生活中的其他人，包括那些跟他已經相當親近的護理人

員，無法正確判斷布魯克的真實意圖，特別是當他大聲哭訴自己

想結束這一切時，他們也許會過快遵從他的指示，造成不可挽回

的後果。 

雖然巴汀仍然相信人們有權選擇何時及怎樣死去，但她現在

對這種選擇的深度與難度有了更深的體驗，新的體驗也促使她對

臨終決策領域的研究現狀作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在她看來，當前

生命倫理學領域關於臨終決策的探討都過分集中“在決策樹的一

根枝條上：選擇死亡的那一刻。有許多關於生前預囑、放棄搶救、

撤除生命支援機器、退出戰略的討論”，但卻忽略了“考慮那個

剎那之前的時刻：那個面對個人可怕的境遇，選擇暫時繼續活下

去的時刻”。（Henig 2013）如何面對死亡不僅僅是關於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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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問題，更不能單純地還原為誰擁有選擇權的問題；毋寧說死

亡是生命的極端境遇，在其中我們得以接受自身，並肯認自己是

誰。後者才是臨終決策的真實語境，而身體性存在是這一語境的

不可或缺的基礎。 

第三點啟示是：只要人不能擺脫身體性的存在方式，那麼我

們只有在關係當中才能實現完整意義上的自主。從身體的觀點

看，身體自有其命運：出生、成長、疾病/衰老、死亡，這構成人

的基本狀態(human condition)；只要人不能擺脫身體性的存在方

式，那麼沒有人是孤零零的個體，每個人從出生那刻起必然已經

被拋入一個社群（譬如家庭），這一點亦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

人的生命和身份不是抽象的“自我”，而是有血有肉的、與他人

發生關係的“我”。如此理解的自我——即麥金泰爾意義上的敘

事性自我——必須通過他在不同社群中的成員身份及與其成員的

交互關係來贏得自身的統一性。在臨終決策語境中，這種交互結

構至少兩種方式影響著“病人的自主”。第一種是否定的方式，

並經常在生命倫理學討論中被用作反對安樂死的理由。即合法

化、制度化的安樂死被認為有可能給那些脆弱的人群製造壓

力——那些年長者、窮人、長期殘障人士、精神病人——強迫他

們同意為了解脫其他人的重負而選擇死亡。第二種壓力與第一種

壓力方向相反，也更微妙，在當前的生命倫理學討論中還沒有被

充分注意到。巴汀認為後一種壓力在臨終決策中可能扮演著更核

心的角色：“不是貪婪的親屬或資金窘迫的政府想讓你死的影

響，而是深愛你的配偶或伴侶想要你活下去所施加的壓力。這些

所愛之人的存在，削弱了能真正自主的概念。我們都是社會動物，

只有最不幸的人才生活在真空裡；而對大多數人來說，至少總有

幾個人指望我們、愛慕我們，我們的抉擇對他們存在著利害關係。

每個人的自主權都與他人的自主權有關聯。”（Heni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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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為生命倫理學恢復失落的身體 

 

如果說臨終決策領域中的種種困難已經揭示了身體經驗及相

關倫理關係是生命倫理學不可或缺的基礎，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

是如何才能為生命倫理學恢復失落的身體。本文試圖提出三點設

想作為可能途徑，供進一步討論。  

第一，嘗試將身體作為生命倫理學思考的起點。建設生命倫

理學不只是擁抱某些抽象的原則，某些華麗的道德話語體系，更

關鍵的問題是回答“我們希望成為何等樣的人，希望將來生活在

怎樣的世界中,”這也是儒家“仁”的內涵。就身體性存在構成人

之為人的根本境域而言，它是從“整體的我”回答這些問題的根

本視域，是生命倫理學思考的起點。    

第二，身體為生命倫理學提供了一個普遍的語境。以身體為

生命倫理學思考的起點並不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生命倫理學

體系來完全代替已有的生命倫理學話語，它毋寧說是要為那種以

二元分離式的自主性為代表的生命倫理學原則補上缺失的語境。 

第三，就其身體作為語境而言，單純身體本身還不足以支持

我們在特定的生命倫理學問題上作出有內容的道德決定。最終為

身體性存在賦予意義的源泉是我們處身於其中的歷史文化處境。

當然不同的文化對身體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既有失落身體的自

由主義文化，也有對身體有更深刻、更敏銳認識的儒家文化。以

儒家的人格概念為例。“仁者，人也”，“仁”從構詞上已經顯

示出儒家的人格概念是關係性的。對儒家而言，人格不是一個靜

態的存有概念，而是個體要去成就的一個身份（儒教講“立

身”），並且這個過程與身體性存在是難捨難分的 。如《孝經》

所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亦即在儒家的文化世界裡，個體通過有限的身體性

的存在已經被捲入特定的關係中，即“交互主體”的世界，或海

德格爾所說的“在世的存有”(Being-in-the-world)。這些關係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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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構成著自我，並深刻地影響著個體的選擇（即所謂的自主）。

雖然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就儒家的身體觀進一步展開討論，但

無疑儒家的相關論述應當成為構建中國生命倫理學的一個不可缺

少的重要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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